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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是 2010 年上海

世博会的主题。人们并不是到现在才认识到城市在构筑美好生活中的作用。

早在 2000 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有言，“人们为了生活来到

城邦，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那时的城邦就是城市。哈佛大学教授爱德

华·格莱泽在其广有影响的著作《城市的胜利》中，赞叹城市是人类最伟大

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认为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格莱泽的评价

是建立在深刻的洞察之上，城市在本质上重塑了人类社会互动与合作的机制，

强化了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推动了创新，

使财富得以被更大规模地创造和积累。2 

工业革命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利用资源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城

市为这样的改变提供了空间和机制上的支持，城市本身也因此得到快速的扩

张。在最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率先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占比

达到 70%以上3，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洲以及少数亚太经济体。但是全球的

城市化步伐并没有停滞，发展中经济体在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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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今天，全球已经有 55%的人口居住在

城市里，这一比例在未来 20 年还将快速增长。4 

在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增长的同时，城市在空间形态和结构上也在发生

新的变化：城市群地区的崛起，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全球性经济地理现象。

城市群是由空间地理上相近、基础设施良好连接、经济社会互动频繁的大城

市、中小城市和市郊地区有机组成的大型空间型态。便捷的交通和通讯网络，

并没有使城市走向分散，反而促进了更高层次的聚集和空间再组织。 

通过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协同分工，这些城市群正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极。

美国的波士华城市群，以 2%的土地，居住了 17%的人口，创造了 20%的 GDP；

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 9%的土地，居住了 53%的人口，创造了 60%的

GDP。5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大伦敦地区、大巴黎地区以及德国莱茵-鲁尔地区。

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尽管国家层面的人口城市化已经基本保持稳定，但人

口和经济活动还继续在向以少数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地区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四十

年时间里，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加 1 个百分点，从改革开放初期

的 18%增加到 2018 年的 59.58%。到 2018 年底，中国已经有十个城市人口超

过 1000 万，同时 GDP 超过 1万亿人民币。 

和许多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城市化过程不仅有城市数量、规模和人口

的增长，人口和经济活动也在向城市群地区聚集。除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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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和京津冀三个超大经济体量城市群之外，在东部沿海、东北、中部和西

部地区还涌现了 10 余个初具规模的城市群地区。 

可以说，抓住了城市群，就抓住了中国经济的根本。2015 年，仅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中原、辽中南、山东半岛、海西、武汉、长株潭、成渝、

关中、哈长这 12 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80%以上。从 2006 年到 2015

年的十年里，这 12 个城市群占全国经济的份额提高超过 10 个百分点，这意

味着，这些城市群地区有更快的增长。当前，中国正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

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主战场就是城市群。不仅如此，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城市群也是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

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的关键。 

中国正努力把握城市群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早在 2006 年，国家颁布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提出，“要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以城市群为主

体形态推进城镇化”。2014 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

也提出，将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型态。在 2016 年出台的“十三五”

规划中，除了提出要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外，还提出

要发展 16 个其他城市群和两个城市圈。近年来，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城市群发展规划陆续出台，城市群的发展不断加

快。 

城市群发展的关键在于一体化。城市群的一体化依托区域内城市之间基

础设施和制度的衔接，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和优化配

置，促进区域内各城市的分工协同，提高区域整体的生产率和均衡发展水平。

为测量我国主要城市群地区的一体化水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开发



了新的区域一体化测量方法。这一方法从经济集聚度（A）、区域连接性（C）、

经济均等化（E）、政策协同（P）四个方面来刻画区域的一体化，由此形成了

ACEP 指数。ACEP 指数可以克服传统一体化测量方法的内在缺点，能反映区域

间的竞争和互动，对宏观政策和人口、经济活动的变化具有敏感性。本报告

共测量了 12 个城市群 2006 至 2015 年的一体化，包含 157 个地级以上城市，

相关结果对于政策制定和讨论具有启发性。 

二、城市群一体化测量：范围、方法与概况 

（一）城市群区域范围 

本报告共测量了 12 个大型城市群地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中原、辽中南、山东半岛、海西、武汉、长株潭、成渝、关中、哈长。 

这些城市群的范围主要以国家相关规划为依据，以地级以上城市为城市

群内部基本单位进行分析。6中原城市群中涉及的河北邢台和邯郸两市，同时

又在京津冀区域内，为避免重复，分析时将邢台和邯郸从中原城市群中剔除。

此外，本报告没有采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规划概念，主要是考虑到该地区城

市和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薄弱，区域范围较大，因此只对其中已经具有较高一

体化基础的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进行了分别考察。  

在报告中，我们采用了国家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市定义。因此，这里的

城市不仅包含城市建成区，也包括了行政辖区内的农村，覆盖辖区边界内的

全域国土。这样处理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与现行的行政体系和政策框架

一致。在一个辖区内，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公共服务和政策总是被统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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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二是考虑市区、郊区、城镇、农村以及自然地貌在功能上的互补性，以

及经济社会活动上的关联性。 

报告所考察的十二个城市群覆盖了 157 个地级以上城市。每个城市群所

包含的城市单元数量最少为 6个（关中和武汉），最多为 27 个（中原）。有 5

个城市群位于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包括珠三角、武汉、关中、辽中南、山

东半岛。有 3 个城市群跨越了四个省级行政区域，分别为长三角、中原、海

西。 

表 1：十二大城市群区域范围 
城市群 包含的城市区域 

京津冀 

（13市） 

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石家庄、

沧州、邯郸、邢台、衡水 

长三角 

（26市）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

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

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珠三角 

（9市）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惠州 

成渝 

（16 市） 

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

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 

武汉 

（6市） 
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 

长株潭 

（8市） 
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娄底、岳阳、常德、衡阳 

辽中南 

（9市）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营口、盘锦 

哈长 

（9市） 
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绥化、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松原 

关中 

（6市） 
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洛 

中原 

（27 市） 

郑州、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新乡、平顶山、许昌、焦

作、周口、信阳、驻马店、鹤壁、濮阳、漯河、三门峡、长治、晋

城、运城、聊城、菏泽、宿州、淮北、阜阳、亳州、蚌埠 

海西 

（20 市） 

福州、厦门、泉州、莆田、漳州、三明、南平、宁德、龙岩、温州、

丽水、衢州、上饶、鹰潭、抚州、赣州、汕头、潮州、揭阳、梅州 



山东半岛 

（8市） 
济南、青岛、淄博、潍坊、东营、烟台、威海、日照 

（二） ACEP 方法 

传统上，测量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依循几种思路：一是检验城市群

内部不同地区之间边界的强弱，边界效应越弱，资源要素流动越自由，表明

一体化程度越高；二是考察区域内不同子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分工

水平越高，表明一体化水平越高；三是考察区域重要节点城市之间资源交换

网络的强度，强度越高，表明连接水平越高，一体化化水平越高。此外，一

些研究还从制度衔接的角度，对制度一体化进行主观的评分，或者将主观评

分和客观的数据测量进行结合。其中，对边界效应的检验更为常用，但具体

的方法和指标也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关注区域之间的贸易流量，有的关注区

域之间要素和产品价格。 

这些被广为使用的测量方法普遍存在如下不足：（1）视被测量的区域为

给定的，因此只关注了区域内部的内边界，而没有考虑区域整体与外部其他

区域之间的外边界。实际上，外边界是区别一个地区与外部的重要因素；（2）

没有考虑到区域之间的互动和竞争。有的研究同时评估比较了多个区域的一

体化，但是因为模型和指标选取的原因，这些区域之间是独立的；（3）三是

一些研究即使考虑到空间距离因素，仍然只考虑了距离等线性因素，而不是

在平面空间上分析；（4）模型和指标体系设计的缺陷。一些指数的设计缺少

一些简明的数学特性，虽然也能得出一定的量化评分，但很难做进一步的深

入分析。有些方法的指标体系过于庞大复杂，因而不利于进行政策评价并得

出清晰的政策涵义。 



针对现有方法中的这些不足，课题组提出了新的区域一体化测量方法，

包含了四个基本要素：（1）经济集聚度（A），用城市群区域占全国经济的比

重与区域经济密度的乘积表示。测算时经过标准化处理，取值范围在 0-1 之

间。（2）区域连接性（C），用区域交通网络的实际使用（客流和物流）的密

度来衡量。测算时经过标准化处理，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3）经济均等化

（E），用 1 减去区域内各城市的人均 GDP 基尼系数来表示。（4）政策协同性

（P），由于无法直接对制度和政策衔接水平进行度量，我们用 1 减去区域内

部人均财政支出的基尼系数来反映制度和政策协同难易程度，P 值越高表明

协同障碍越小。由此经过加权构建的指数称为 ACEP 指数，取值范围在 0-100

之间。指数越高，表明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在本报告技术附录中，给出了

ACEP 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 

新的测量指数在几个方面克服了传统方法的内在不足：第一，通过引入

经济密度变量，在整体的平面空间上考虑区域经济的活跃度，并使区域与周

边地区的差异可识别；第二，引入区域经济份额变量，在指数中引入了一个

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竞争关系。一个地区的经济份额提高了，其他地区的份额

必然会降低；第三，同时考虑了过程因素和目标因素、结果因素，区域一体

化最终不是消除区域内差异，而是提升区域整体的竞争力，经济密度和经济

份额提升可以刻画这种竞争力；第四，指数的构造有数学上的优良特性，可

以很方便地将指数的变化分解为四个因素的变化，观察不同变量的贡献率。 

（三） 城市群概况 

本报告的数据来源于相关的省级和地级统计公报数据。在报告中，共搜

集了 157 个地级以上城市 2006-2015 年的相关数据。区域 GDP 变量统一调整



为 2010 年的不变价格。由于客流、物流的统计口径从 2013 年开始进行了调

整，为一致性起见，我们通过模型模拟，将 2013 年后客、货流数据重新调整

成旧口径，便于作历史比较分析。 

（1）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城市群地区集聚 

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城市群地区在集聚。12 个城市

群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9.57。从 2006 到 2015 年，12 个城市群占全国 GDP 的

比重从 70.56%上升至 82.03%，年均增长超过 1 个百分点。在考察期间，这些

城市群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61.12%上升到 63.07%，增加了 1.95 个百分点。 

如前所述，经济集聚度（A）的计算使用了区域经济份额和经济密度两个

指标，后者用地区经济产出与国土面积之比来衡量。图 1 反映了各城市群经

济份额以及十年间的变化。在这些城市群中，经济份额居前三的是长三角、

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经济份额 2015 年超过 40%。不仅如此，在 2006-

2015 年间，所有的城市群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增长了。从份额的绝对增长

看，长三角增长了 2.14 个百分点，名列前茅，京津冀、中原、海西均增长了

1个百分点以上。从份额的相对增长看，关中、成渝、武汉均增长了 30%以上，

长株潭也有接近 30%的增长。原来经济份额较高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

增速居最后。 

 

 

 

 



图 1：各城市群经济份额变化，% 

图 2 展示了不同城市群地区经济密度的变化。可以看到，到 2015 年，在

所考察的城市群中，珠三角的经济密度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长三角和山

东半岛，居第二梯队。京津冀、辽中南和武汉城市群居于第三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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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城市群经济密度的变化 

 

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是人口在城市群地区的集聚。从图 3 可以看到，

在 12 个城市群中，人口份额最多的是长三角、中原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成

渝和海西城市群的人口占比也超过 5%。不过，中原城市群 2006 年人口占比

最多，达到 10.80%，到 2015 年下降到 10.44%；而长三角从 2006 年的 9.94%

上升到 10.98%,位居各城市群之手。从人口份额的绝对增长看，长三角、京津

冀和珠三角增长最快，十年里人口份额分别增长了 1.04、0.81、0.69 个百分

点。三大城市群人口份额合计增长了 2.54 个百分点，高出 12 个城市群人口

份额的总体增长。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三个城市群的人口增长，其他 9 个

城市群的人口份额增长合计为负，这体现出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吸纳能力。从

图 3 还可以看到，有 4 个城市群的人口份额在十年间出现下降，下降幅度最

大的是哈长和成渝。从人口份额相对增幅看，增幅最大的是珠三角城市群，



接近 20%，其次是京津冀和长三角，后两者均在 10%以上。 

图 3：城市群人口份额的变动 

在考察期间，全部城市群的人口占比仅增加了 3.19%，而经济份额增加

了 16.26%。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变化速度的差异，折射的事实可能是令人担

忧的，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群的人口吸纳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发挥。 

人总是伴随着经济机会走，进一步分析各城市群人口份额变化对经济份

额变化的弹性，可以看到不同城市群的增长包容性。结果表明，珠三角、京

津冀和长三角的增长包容性最高，相关弹性系数分别达到0.97、0.68和 0.49，

辽中南也表现出较好的包容性，达到 0.24。这意味着，如果经济份额和人口

份额的弹性关系不变，珠三角地区占全国的经济份额提高 1%，其人口份额也

会提高 0.97%。在京津冀和长三角，经济份额每 1%的增长，可以带来区域人

口份额 0.68%和 0.49%的增长。这一结果具有重大的政策含义。在当前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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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面临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稳就业的重点应该

在珠三角、京津冀和长三角这三大城市群。 

（2）客运和货运 

由于缺乏城市群内的基础设施连接和跨界要素流动信息，本报告以城市

群区域整体的客运和货运流量来刻画连接的效果。7从客运和货运流看，各城

市群在连接性上均有显著的改进。按可比口径计算，2006 年，12 个城市群的

总旅客周转量为 142.6 亿人次，货运周转量为 129.1 亿吨。到 2015 年，这两

项指标分别增加到 332.1 亿人次和 326.2 亿吨，分别增长了 132.88%和

152.71%。 

分城市群看，各城市群的客运和货运显示出不同的变化特征。2006 年客

流量最大的城市群为长三角、成渝和中原，到 2015 年客流量居前三位的城市

群为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客流增速最快的三大城市群为珠三角、京津冀

和关中。从货运量看 2006 年居前三位的为长三角、京津冀和中原，到 2015

年则是长三角、中原和京津冀，不过货运增长率变化最快的是中原、关中和

成渝，都在中西部。从客货比率看，在考察期间，各城市客货比都发生了有

共性的变化(见表 2)。除了珠三角、京津冀和哈长，其他城市群的客货比都有

所下降，下降速度最快的是中原、海西和关中，这可能反映了珠三角、京津

冀和哈长地区制造业相对地位的下降和服务业比重的上升。 

 

                                                             
7
 用客运和货运总量来反映区域内连接性，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群

内一个子区域的客运和货运流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与周边地区的连接，而不会是一种子区

域内的循环。 



表 2：城市群客运与货运变化（2006-2015）（万人，万吨，%） 

 

客运量 

（2006） 

客运量 

（2015） 

客运 

增长率 

货运量 

（2006） 

货运量 

（2015） 

货运 

增长率 

客货比

（2006） 

客货比

（2015） 

京津冀 103175 316569 206.83 168095 354868 111.11 0.61 0.89 

长三角 324932 662576 103.91 311917 709702 127.53 1.04 0.93 

珠三角 143849 593403 312.52 103201 267496 159.20 1.39 2.22 

成渝 217216 443732 104.28 115001 311423 170.80 1.89 1.42 

武汉 38627 76846 98.94 37291 82474 121.16 1.04 0.93 

长株潭 75132 154317 105.39 62301 160000 156.82 1.21 0.96 

辽中南 47432 94748 99.76 85322 196879 130.75 0.56 0.48 

哈长 37161 86652 133.18 46354 85340 84.10 0.80 1.02 

关中 31397 98813 214.72 23793 97779 310.96 1.32 1.01 

中原 153130 378629 147.26 143905 592732 311.89 1.06 0.64 

海西 127009 214847 69.16 96876 221334 128.47 1.31 0.97 

山东半岛 127009 199854 57.35 96876 182343 88.22 1.31 1.10 

全部城市群 1426069 3320986 132.88 1290932 3262371 152.71 1.10 1.02 

（3）区域经济差距 

基尼系数是一种常见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报告计算了各城市群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用以刻画城市群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由表 3 可知，在 12

个城市群中，除了山东半岛 2006-2015 年间内部差距有小幅扩大外，所有其

他城市群内的经济发展差距都在缩小。不过，山东半岛内的发展差距原本就

是所有城市群内最小的，并且差距扩大幅度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经

济差距缩小的绝对值看，长三角、武汉和京津冀居前列。从差距缩小的相对

幅度看，辽中南、长三角和成渝居前三，中原、京津冀、武汉、珠三角也有

较大幅度的缩小（降幅均超过 10%）。 

城市群内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快速扩大，过大的发展差距已经成为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风险因素。从 2005 年前后开始，随着西部大开发



政策的推进和生效，大的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直到

2009 年才开始缓慢下降，最近两年又连续有所反弹。要推动经济发展的包容

性，依托城市群推动城乡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策选择。 

表 3：各城市群经济差距变化 
 （1）GDP 基尼

系数（2006） 

（2）GDP 基尼系数

（2015） 

经济差距变化 

（2）-（1） 

经济差距变化百分

比，% 

京津冀 0.3227 0.2780 -0.0447 -13.86 

长三角 0.2475 0.1955 -0.0520 -21.00 

珠三角 0.2027 0.1698 -0.0329 -16.24 

成渝 0.2190 0.1791 -0.0399 -18.22 

武汉 0.3412 0.2887 -0.0526 -15.40 

长株潭 0.2676 0.2524 -0.0152 -5.68 

辽中南 0.1755 0.1309 -0.0446 -25.43 

哈长 0.2787 0.2749 -0.0038 -1.35 

关中 0.2211 0.2051 -0.0160 -7.24 

中原 0.2698 0.2292 -0.0407 -15.07 

海西 0.2602 0.2458 -0.0144 -5.54 

山东半岛 0.1522 0.1529 0.0007 0.44 

（4）区域财政支出差距 

本报告用城市群区域内的公共财政支出差距，来刻画区域之间的制度和

政策差异。政府的公共支出转化为基础设施和各类公共服务，这些服务对资

源要素的流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区域内公共支出差距越大，则资源要素

更有可能流向高公共支出的区域，造成内部发展差距的拉大。此外，如果区

域内公共支出差距越大，则公共服务水平相差也越大，要协同各子区域政策

的经济和行政成本也越高。 

由表 4 可以看到，在考察期间，除珠三角外，所有城市群内部的财政支

出差距都有所缩小。除了成渝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群内部的财政支出基尼系



数都减少了 10%以上。2006 年，京津冀、长三角、武汉城市群内部财政支出

基尼系数位居前三，其中京津冀的差距最为突出，达到 0.4435。珠三角的财

政支出基尼系数也接近 0.30，居第四位。到 2015 年，财政支出差距最大的

三个城市群为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京津冀以 0.3538 居各城市群之首。

从减少的绝对幅度看，长三角、武汉和京津冀居前三位。从减少的相对幅度

看，长三角、中原和武汉最为突出，减幅均在 4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长三

角在缩小区域内部财政支出差距方面，堪称典范，不论是从减少绝对幅度还

是相对幅度，都非常显著。 

如果比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和财政支出差距，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在 2006 年，区域内财政支出差距大于经济差距的城市群有四个，分

别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和山东半岛，其余都是相反，这四个城市群都

位于传统上的经济强区。到 2015 年，区域财政支出差距大于经济差距的城市

群仍有四个，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仍在其中，山东半岛被成渝所取代。

财政支出差距大于经济发展差距，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拥

有更多企业总部，在现行税制下容易转化为支出水平的不均等。而在经济相

对不发达地区，由于存在大量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支付通常与最基本

的公共服务支出相联系，因而起到一种均等化的效果。成渝取代山东是一个

有趣的现象，这和近年来成渝都市圈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影响相一致。此外，

除了珠三角和成渝外，其他城市群财政支出差距相对与经济发展差距变得更

小，财政均等化的速度要快于经济均等化。 

 

 



表 4：城市群内部财政支出差距变化 

 

（1）财政支出基

尼系数（2006） 

（2）财政支出基

尼系数（2015） 

（1）-（2） 减少幅度，% 

京津冀 0.4435 0.3558 -0.0876 -19.76 

长三角 0.3860 0.2255 -0.1605 -41.58 

珠三角 0.2902 0.3040 0.0138 4.77 

成渝 0.1923 0.1810 -0.0112 -5.84 

武汉 0.3013 0.1707 -0.1306 -43.34 

长株潭 0.1904 0.1361 -0.0543 -28.51 

辽中南 0.1691 0.1285 -0.0406 -24.03 

哈长 0.1380 0.0955 -0.0424 -30.74 

关中 0.1515 0.1305 -0.0210 -13.85 

中原 0.2063 0.1163 -0.0900 -43.61 

海西 0.2355 0.1699 -0.0655 -27.82 

山东半岛 0.1650 0.1463 -0.0186 -11.29 

三、城市群一体化的趋势与特征 

利用 ACEP 指数，可以发现我国 12 个城市群地区的一体化水平在考察期

间均有显著的提升，这反映出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但是，不同区域的一体化

也存在着分化（图 4）。我国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还是由经济集聚性和

区域连接性的改善来驱动。 



图 4：分化的城市群一体化 

（一） 城市群 ACEP 指数水平及变化趋势 

在报告考察期间，我国 12 个城市群的 ACEP 指数稳定增长。2006 年，全

部城市群简单平均得分为 18.62，到 2015 年增加到 31.37，增长了 68.45%。

在 12 个城市群中，根据一体化水平高低及变化趋势，基本上可以划分出三个

梯队（图 5）。 

第一梯队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在 2006 年就

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群，并在随后的十年里，持续保持遥遥领先。2015 年，珠

三角和长三角的 ACEP 指数分别为 61.58 和 56.79。 

第二梯队由山东半岛、京津冀、中原和辽中南城市群组成。到 2015 年，

四个城市群的 ACEP 指数在 30-40 之间。其中，山东半岛自 2006 年起，就一

直在第二梯队中居于领先地位。 



第三梯队由其余城市群组成。2015 年，这些城市群的 ACEP 指数分布在

15-25 分左右。在第三梯队中，成渝、长株潭、武汉、海西四个城市群得分相

近，哈长和关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垫底。 

从 ACEP 指数看，各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位次大体保持稳定。不过也有一

些城市群的位次在过去 10 年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具有重要的经济地理

含义。两个城市群间的超越值得注意：一是武汉对海西的超越并保持持续领

先，二是中原城市群对辽中南的超越。这两次超越都发生在中部地区对沿海

地区，反映了考察期间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强势崛起。此外，关中城市群一体

化水平在测量初期与哈长基本相当，但自 2009 年后快速甩开后者，也值得关

注。 

图 5：各城市群 ACEP 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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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体化驱动因素分解分析 

ACEP 指数的一个重要的数学特性，是可以将总指数的变化分解为 A、C、

E、P四个分项的贡献率。总体上看，区域经济集聚对一体化指数提升贡献最

大，交通连接性的提高次之。对各年份一体化指数的变化进行分解，从总体

看，经济集聚的贡献占 55.75%，连接性的贡献占 41.29%，经济均等化 1.50%，

政策协同 1.46%。 

但不同地区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别。考察期间各因素贡献的

平均值看，在辽中南、珠三角和中原和城市群，连接性贡献超过 50%，是最重

要的一体化推动因素,其中辽中南该因素的贡献率超过了 65%。在山东半岛、

长株潭、成渝、关中、哈长、武汉城市群，经济集聚的贡献超过了 60%，其中

山东半岛该因素的贡献更是超过了 70%。在长三角和京津冀，政策协同对一

体化的贡献比其他地区更突出，分别达 9.8%和 5.9%。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

珠三角政策协同的贡献为负。8 

 

 

 

 

 

                                                             
8
 辽中南城市群 2015 年数据异常，导致各年份政策协同的平均贡献率转为负值。这种异常情况可能

与当地经济和相关信息统计遭遇重大变动有关，这影响了指数分解分析的结果。因此，尽管报告呈现

了这一分析结果，对此当作例外情况处理，不予特别讨论。 



图 6：ACEP 指数贡献率分解 

 

（三） ACEP 指数的分组收敛 

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存在收敛的趋势，反映出区域经济均衡的进步。在

考察期间，12 个城市群的一体化指数的人口加权平均增幅达到 70%。初始一

体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一体化增速相对缓慢（图 7）。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山东半岛的一体化速度在过去十年低于平均增速，其中山东半岛增速

是 12 个城市群中最低的。中西部城市群一体化速度较快，关中、成渝、武汉

的指数增幅分别为 97.7%、77.12%、76.08%位居前列。辽中南在同期也有较高

增幅，达到 84.40%，位居第二。长株潭一体化速度都高于平均水平。这些反

映出区域均衡发展新趋势。哈长地区是显著的例外，初始一体化水平最低，

增速在 12 个城市群中为倒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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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初始一体化水平与长期一体化增速 

 

（四） ACEP 指数在年份间的波动 

考察期间，不同城市群一体化增速总体同步，但在一些年份存在巨大的

差异。如图 8所示，各城市群一体化增差异在 2007-2009 年不断扩大，在 2009

年达到了顶峰，此后又开始逐渐缩小，恢复同步性。从各区域比较看，关中、

中原、辽中南在考察期间都有较大幅的波动，2013 年后辽中南的一体化增速

下滑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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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ACEP 指数增长率的变化 

 
 

不同城市群之间 ACEP 指数增速变化可能与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图 9 比

较了总体的 ACEP 指数增长率、GDP 增长率以及 M2 增长率，从中可以发现 ACEP

指数在 2007-2009 年间加速，此后逐渐下行，其趋势与 M2 增长率以及 GDP 增

长率有相似性。但是，从图中也可以发现，2015 年虽然货币增长回升，但 ACEP

指数增长率仍持续下探，可能反映出货币政策刺激效果的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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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比较 ACEP 指数增长率、GDP 增长率和 M2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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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ACEP 指数增长率方差和 M2 增长率 

 

（五） 从 ACEP 指数变化看城镇化质量 

城市群一体化带来了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机遇。图 11 比较了 ACEP 总水平

以及人口城镇化率，从中可以发现，城镇化率和 ACEP 指数在考察期间都稳步

上升，但前者走势更为平缓，而 ACEP 指数的曲线更为陡峭。这意味着，在平

稳的城镇化背后，质量的提升过程可能更迅猛地发生。 

图 11：ACEP 水平与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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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进一步比较了 ACEP 指数的变化率与城镇化率增长率的趋势。可以

发现，2007 年以来，ACEP 指数都保持着更快的增长。但是，自 2009 年后，

ACEP 指数增长率不断快速下滑，而城镇化率增长率下滑则相对平缓，而且在

2014-2015 年间还有明显反弹。两者增长率差距的缩小，提醒我们要重视背

后城镇化质量改进缓慢的隐忧。 

图 12：ACEP 指数增长率和城镇化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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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省。

该地区地域相连、文化相近、历史渊源深厚，具有地域的完整性和浓厚的人

文亲缘性，是我国与长三角、珠三角并列的三大人口和社会活动聚集区域之

一。9 

京津冀地区在我国发展版图上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在该区域内，北京

作为首都是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天津是国家中心城市、北方和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

和国际性航运物流中心，内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试验区。河北

作为北京、天津发展腹地，为京津的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以及资源要素支撑，

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型潜力巨大。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位于环渤海地区和

东北亚的中心地带，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和地缘政治地位，是我国北方最重

要的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高地，拥有全国领先的科技教育资源、世界级的

海陆空交通枢纽以及雄厚的产业基础等优势条件。但是，京津冀地区当前也

面临一系列突出的挑战。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极其薄弱、中心

城市的城市病表现尖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等。10 

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

率先取得突破。 

京津冀地区发展的焦点是北京，重点是河北，难点是三地协同。北京作

                                                             
9
 李国平主编，《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10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4）：《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为首都在全国和全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举一动都在聚光灯下，其严峻的

大城市病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河北发展任务十分艰巨，经济社会

发展阶段和水平远远落后于京津这两大区域中心城市，生态环境脆弱，制约

了其对京津长期健康发展的支撑能力，因而是区域发展的重点。协同发展需

要突破在原有体制机制下长期形成并已经固化的利益藩篱，因而是难点所在。 

理解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挑战，一个重要的角度是考察京津冀不同

区域范围的一体化指数。图 13 分别测算了三种不同范围的京津冀一体化指

数。第一种是按照官方定义的京津冀协同区（包括京、津及河北 11 地市），

第二种是剔除张家口和承德的 ACEP 指数，第三种是剔除了张家口、承德、秦

皇岛、邯郸、邢台的 ACEP 指数。结果表明，2015 年包含全域的一体化指数

为 32.25，去掉张承的一体化指数为 38.79。如果去掉张承秦邯邢五个地市，

那么一体化指数增加到 40.74，超过了山东，位居全国第三位。ACEP 指数随

着区域范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京津冀一体化的难点所在。这并不

是说京津冀一体化要排除张承秦邯邢等五个城市，事实上，这 5 个城市在区

域内也承担了独特的功能。 



图 13：京津冀不同区域范围下的 ACEP 指数 

进一步分析京津冀城市群 ACEP 指数以及各因素对指数变化的贡献率，可

以发现以下几点。京津冀一体化指数偏低，主要在于京津两地与河北各地市

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此外，区域内巨大的公共财政支出差距，也是拉低该

区域得分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推动该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一是要让北京、

天津的优质发展资源能够为河北所分享；二是要通过中央对地方以及区域内

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推动区域内的公共财政能力和支出水平的均

等化。 

在京津冀的一体化过程中，未来两个变量至关重要。首先是如何以雄安

新区的建设为支点，促进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的均等化。

这里，以雄安为支点，并不是说仅仅将京津资源简单分流到雄安就解决问题，

而是要以雄安建设为契机带动河北其他地市的均衡发展。其次，除了京津冀

自身发展之外，如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中心，协同山东半岛城市群和辽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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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形成更大范围的环渤海经济圈，进而在外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带动

整个东北亚的区域经济整合，对解决京津冀自身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十分重要。

2015 年，渤海湾区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已经超过 20%，与长

三角城市群相当。 

从前面的讨论分析中还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对人口的吸纳

能力高，这是未来该区域发展需要重视和予以发挥的积极要素。为克服北京、

天津等超大城市的人口与资源过度拥挤导致的城市病，在推动京津冀城市群

一体化的同时，需要遵循“大集中，小分散”的原则，完成人口在城市群内

的空间布局。 

（二） 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由珠三角城市群和香港、澳门组成。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

里，2018 年末总人口已达 7000 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有着重要地缘影响力，拥有三种制度和货币，辐

射东南亚和印度洋，金融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居三大城市群前列。 

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已经稳定走在我国城市群的前列。但是，单看珠三

角城市群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突出表现在腹地小，区域经济总量小而且已

经处于高密度状态，进一步提高空间小，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注入新的动能。 

如果从 ACEP 指数看，从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拓展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

经显示出其必要性。课题组比较了珠三角城市群的 ACEP 指数和包含港澳的粤

港澳大湾区 ACEP 指数，发现将粤港澳大湾区纳入之后，整个区域的 ACEP 上

升了。图 14 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状况。2015 年，如果不包括港澳，珠三角 9市



的一体化指数得分为 61.58，如果包含港澳该指数则上升到 67.94。和京津冀

纳入张承等区域一体化指数下降不同，将港澳纳入后，整个大湾区的一体化

指数实际上提升了。这种提升不是偶然，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珠三角的发

展本来就与毗邻港澳这样的世界经济节点有密切的关系。 

从图 14 中还可以发现，如果仅考虑珠三角 9市，该区域的一体化在 2012

年后已经增速趋缓，更加平稳了。但是加入港澳之后，事实上区域的一体化

在加速。这一趋势出现在中央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前，反

映出中国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图 14：比较珠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 

对珠三角 9 市 ACEP 指数及其分解结果的考察发现，珠三角地区财政支

出差距在 2006-2015 年间整体是扩大的。尽管 10 年才增加了不到 5%，但这

是 12 个城市群中唯一区域内财政收支扩大的，这一信号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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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长三角城市群 

与全国其他城市群相比，长三角城市群有如下特征：一是经济总量最大，

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20.12%;二是人口规模最众，占全国总人口的 10.98%，明

显高出中原城市群（占 10.44%）以外的其他城市群，人力资本充裕；三是地

理空间相对充裕，占国土总面积的2.22%，是珠三角的近4倍，和京津冀（2.24%）

相当，小于海西（2.85%%）、中原（2.72%）、哈长（2.51%）和成渝（2.50%）。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第一，长三角地区经济密度居于前列。2015 年，

长三角地区每平方公里经济产出达 5945 元，仅低于珠三角（10308 元），约

为京津冀（3155 元）的两倍和哈长城市群的 6倍。第二，相对人口密度及其

增幅居全国前列。2015 年，该地区以 2.2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10.98%的全

国人口，相对人口密度达到 4.95，居第 2 位。2006-2015 年间增加了 0.47，

仅次于珠三角 1.21，高于京津冀（0.36）以及其他城市群（-0.14-0.14）。第

三，经济增长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居 12 个城市群第三。2006-2015 年间，长三

角地人口比重对经济比重的弹性系数仅次于珠三角的0.97和京津冀的0.68，

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群。 

从 ACEP 指数看，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尽管居于第一梯队，但也面

临自己的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速度较为缓慢。十

年间长三角一体化指数的绝对值增加了 22.18，仅次于珠三角的 25.06，但相

对增幅只有 64.10%，居倒数第四位。其他城市群一体化速度快，部分原因是

起点低，而珠三角在高起点上仍然增长了 68.61%，表明长三角还有较大提升

空间。 



其次，长三角地区的连结性总体水平较高，但是 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提

升有限，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2015 年，长三角地区客运量和货运量

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14.28%和 15.47%，居全国第一位，但低于其经济在全国

的比重。其中，客运量占比低于危机前最高值的 17.51%，货运量占比自 2012

年（14.05%）以来缓慢回升，但仍低于 2006 年的 15.60%。 

第三，长三角地区内部经济水平差距较小，但政府间财政支出差异较大。

2006-2015 年间，除山东之外的 11 个城市群内部人均 GDP（以地级市为单位）

的基尼系数都有所缩小，其中长三角地区从 0.248 缩小到 0.196，区域经济

均等化水平居第五位。从人均财政支出基尼系数看，长三角地区公共财政支

出均等化程度较低，仅高于京津冀，居倒数第二，反映了制度和政策协同上

的突出障碍。 

总体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基础扎实。但如果

与其他城市群（特别是珠三角）相比，仍有明显的提升空间。还需要从以下

方向发力：（1）优先改进区域的连接性。长三角区域的连接性与其经济地位

和人口地位不相匹配，对标珠三角更是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的交通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别是要加强合肥、徐州、蚌埠、杭州、南京等枢纽

性城市的连接，完善水、陆、空联运体系。 

（2）强化经济集聚，提升区域经济密度。需要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利用好区域内新经济活跃、科创基础雄厚、民间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

充裕、产业布局空间大的优势，同时发挥上海自贸区扩大的机遇，提高利用

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加强区域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吸纳能力，实现更高质量和

更快的增长。 



（3）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和协同分工。长三角市场基础好，以上海、苏南

和杭嘉湖构成的核心区发展均衡度高，但安徽和苏北仍是突出的薄弱点。未

来产业空间布局需要重点考虑这种差距并发挥这些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依

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市场化下要素配置。此外，还要加强区域相关规划

（特别是城市规划）的衔接和一体化。 

（4）在政策协同上，重点考虑产业转移过程中财力共享，提升区域财力

均衡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推动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制度衔接。此外，应

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在环保等领域加强对该区域的纵向转移支

付和区域内横向转移支付。 

五、结论与建议 

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群在快速崛起，数量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城市

和城市群的崛起，也给城市化带来新的形态。人口和经济活动越来越向城市

群地区集中，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本报告测算了中国 12 个城市群地区一

体化的水平，基于前述发现，对于促进大城市群一体化有以下建议： 

第一，将 12 个城市群地区作为我国下一阶段统筹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

经济提质增效的主要平台和抓手。以城市群为载体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这些

城市群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将为其他地区的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大的空间。其

中，要特别注重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湾区经济圈的建设。 

第二，将提高大城市群地区的人口吸纳能力作为重点工作。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体量大，就业吸纳能力强，发挥这三大城市群整体的

人口吸纳的优势，同时根据“大集中、小分散”的原则优化区域内人口布局。



加大中原、成渝、关中、哈长四个城市群地区的户籍制度以及配套公共服务

制度的改革步伐，提升这些城市群吸纳周边人口的能力，放宽 1000 万人以下

大城市的入户门槛。 

第三，要把经济均等化和政策协同（财政支出均等化）作为推进一体化

的两个发力点。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尤其具有紧迫性，要扩大中央对河北以及

京津冀三地横向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利用雄安新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缩

小区域内部财政能力和支出差距。中原、哈长、关中、长株潭等城市群水平

一体化较低，但内部公共财政支出差距小，要抓住机会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公

共服务体系。 

第四，以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为中心引领东北振兴，充分发挥辽中南城

市群的龙头作用。建议在辽中南和哈长设立战略性的改革试验区，作为下一

阶段的东北振兴的突破口。 

第五，密切关注和评估货币政策和公共投资对于一体化的影响。提高信

贷、财政政策的针对性，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基础设施联通，采取有力措施降

低物流成本，为区域内人员、资金和货物的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